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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始转变对朝鲜的方针。一方面批判在对外工作中“大

国主义的思想和做法”，一方面加大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1957年 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与金日成见面，主动承认

中国干预朝鲜内政的错误，并提出让驻朝志愿军 40万人

全部撤退回国，又派彭德怀去当面向金日成道歉。

1958年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对金日成在朝鲜的

实现绝对独裁的统治予以承认和支持， 金日成则在朝鲜开

始全面学习中国，从而开启了中朝关系的新篇章。此后直

到毛泽东去世，中朝关系的确显示出一种特殊性，即在社

会主义阵营内，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古代中央“上国”与周

边“藩属”之间的宗藩关系，或可称之为蒙着革命色彩的

最后的“天朝”。

第一部评论

下斗米伸夫（法政大学）

期待已久的畏友沈志华的大作《最后的“天朝”》完稿，并已由朱建荣译成日语出版（岩波书店），笔者对

此感到不胜欣喜。

此书尤其值得圈点之处，是它就 1956年震惊中朝乃至莫斯科的朝鮮劳动党八月事件，给出了全新解释，堪

称新的标准解读。其原因在于，沈著对毛泽东策划扳倒金日成这一通俗说法，运用中国共产党的机密史料加以

反驳、纠正。仅史料一端，已令人耳目一新。这诚可谓沈氏孜孜求索国内外档案的辛劳成果。

自 1956年 8～ 9月该事件发生，至 1958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其间的中朝关系，同样也是开始于

1950年 2月的中苏同盟关系的危机。从地理位置上看，北朝鲜处于中苏两国之间，其政治危机乃是关系到中苏

安全保障与意识形态的问题。纵非如此，等级关系与危机管理本就是同盟的关键之处。

1945年 8月日苏战争爆发，苏联红军 25军原定在朝鲜与日军正面交锋，未料战争结束早于预想，苏联占

领了三十八度线以北地区，亟需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其时在莫斯科负责应付占领地事务的斯蒂科夫大将（大使，

日丹诺夫之婿）等人创设了执政党，即劳动党。日语翻译科维仁科（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выженко，于东京

任职后，就任苏共日本科长）等所在的第七科又将驻哈巴罗夫斯克苏军翻译金日成（金圣树）推为新的领导人。

在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先后领导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等同盟国对策事务实质上由日丹诺夫、米高扬

负责，1957年起则由安德罗波夫接管。20世纪 40年代末，有关中苏是否承认东方情报局的问题虽有争议，但

直到毛泽东、金日成出席 1957年 11月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为止，中苏在亚洲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是，苏

联负责战略问题，亚洲战术指导部则设在北京。对日本共产党的问题也包括在内。

中苏、中朝关系亦在这一框架之中。以笔者拙见，1955年乃是亚洲冷战的重要转折点。同年 4月末，金日

成以南下统一之方针，携将北朝鲜作为“社会主义根据地”的劳动党新纲领案，秘密访问莫斯科。然而持和平

共存论的苏联非但否定了该提案，更批判金搞“个人崇拜”，要求朝鲜比照苏联的集团领导，划分党与政府的

权限。金一面回应称未来将推举崔庸健为首相，一面却在 12月借文艺政策，批判掌控党内组织的亲苏派，鼓吹

“我们式”主体思想。对此，亲中派亦表支持。

1956年，崔出席了苏联共产党大会，之后勃列日涅夫亦出席了第三次劳动党大会。然而，至八月事件发生

为止，亲中派党员开始批判金日成“个人崇拜”，在推翻金的谋划中发挥核心作用。如此看来，亲中派党员是在

知会苏联大使馆后开始行动的，与中国的意向并无关系。

另一方面，结合 1955年末苏联的动向来看，便可知苏联对这一行动未必持欢迎态度。前文曾提及的科维仁

科与米高扬、彭德怀同入平壤（亦因如此，他当时并未触及日苏和平条约交涉），在他看来金日成的党内权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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経得到了强化，同时平壤对中国（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印象并不佳。

正值此际，东欧爆发骚乱，中苏不得不搁置朝鲜，着力应对共产党权力垮台的危机。金日成因此逃过一劫。

其后，1957年莫斯科更发生了一场密谋推翻赫鲁晓夫的反党政变。该政变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反将一军，以

反党分子名义，肃清了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中央主席团成员。次年赫鲁晓夫兼任总理。至此，苏联批判金日

成“个人崇拜”的理论根据，与其在平壤的影响力同样不复存在了。

第二部〈民众・集体・国家〉

当代中国民间书信的特征及其研究方法初探

张乐天（复旦大学）

一、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的搜集

解放以后，中国农村走上了农业集体化道路，数

亿农民的生产、分配都必须详细记录；另一方面，中

国曾经开展了一次次政治运动，留下了大量检查交代

等文字资料。中国因此成为生产民间资料最多的国家。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真实反映群众实践的社会生活

资料并没有被搜集，更没有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经济社会

的迅速发展，大量的社会生活资料被丢弃，被送进了

造纸厂。

我从 1988年开始搜集农村资料，主要集中搜集浙北联民村及其周边地区的资料，就目前所掌握的信息而

言，我目前搜集的浙北联民村的资料是一个村最完整、全面、丰富的资料，已经建成数据库《张乐天联民村数

据库》，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0年，我向复旦大学领导提出“抢救资料”的任务，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搜集“一切流入于民间的手写资

料与非正式资料”。这个建议得到校领导的大力支持。2011年，复旦大学正式成立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

会生活资料中心。

搜集资料的工作是困难的。我们摸索着通过各种途径从社会上搜集资料，慢慢地摸清了社会上资料的种类

及分布情况。经过几年的努力，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已经搜集了数量巨大的社会生活资

料。

二、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搜集资料简介

所谓“社会生活资料”，包括基层政府、企事业及其他单位所制作但没有纳入正式档案系统并流入到社会上

去的资料，包括家庭与个人写作的资料。这类资料十分具体、充满细节、直接涉及人的日常行为，而且 90% 以

上都是手写的材料，成为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实践的难得资料。

近 6年来，我们搜集涵盖了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市的近 20万件社会生活类数

据、文书资料，初步构建了以长江流域社会生活资料为核心的馆藏资料体系。另外，还收集到超过 31万封来自

民间的手写信件，以及 3200多本日记和工作笔记。下面简单介绍这些资料的情况。

数据资料：

1，10多个生产大队的详细、完整的会计、统计资料，更宝贵的是，5个生产小队会计资料详细记录了每一

个农民的每天的活动安排，数千个家庭几十年的经济收入与分配。

2，数十种具有数据分析潜力的宝贵资料，例如，某市 1950年代完整的工会会员登记表、江西某地区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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